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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每遇及法務部審核重大性罪犯是否應予假釋之際，有關如何預防再犯之議題，就會被提出來討論一番。就性犯罪之再犯預防而言，內控機制與外控機制之建立，缺一不可，任何一環失之作用，都將使預防再犯系統發生重大漏洞。通常內控機制係指性罪犯之強制治療；藉由強制治療，使性罪犯學會阻斷犯罪念頭、壓制犯罪動機，以達到自我控制的目的；而外部監控，則指存在在社區，由觀護人、警察、社工、社區之治療團隊、罪犯之家人，甚至義工共同組成之監督網，隨時掌握性罪犯之動態，包括心理的想法，以監督之，且同時給予精神上之支持，以防鬆懈。

    提及預防性罪犯之理論與實務，箇中學者、專家無不援引美國、加拿大等國在這方面之法制與經驗，惟不論是強制治療或社區監控制度，都是龐大且值得細膩討論之議題，因筆者於法務部服務期間，適參與草擬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性罪犯強制治療制度之修法工作，故清楚瞭解該條文之修法緣由及架構，爰選擇性罪犯之強制治療制度，作為本篇報告之主題。由於此次刑法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治療期限並無底線，全以性罪犯之再犯危險是否顯著降低為斷，預料此項制度上之重大修正必將引發關注與討論，由於美國針對性罪犯所設之民事拘禁治療制度，同樣係以性罪犯之危險性是否改變來決定治療是否終止，故本文試從比較法之觀點，以美國現行之性罪犯民事拘禁治療之制度來檢視我國此一制度之改進或不足之處。

    礙於篇幅，本文僅簡介佛羅里達州、加州、密蘇里州及堪隡斯州之民事拘禁治療制度，並將我國強制治療制度之緣起、現行制度及未來修法方向，一一說明，最後從美國民事拘禁治療制度反觀我國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是否尚有未盡之處。

    筆者於美短暫進修期間，承蒙陳若璋教授之引薦得以順利參訪佛蒙特州，一窺該州性罪犯社區監控與獄中治療之堂奧，使過去僅能從文章中或會議上理解之強制治療理論與實務，透過近身觀察而得印證，謹就本文之一隅，聊表對陳教授難以盡述之感謝。

關鍵字：性侵害犯之內控、性罪犯之強制治療、強制治療、民事拘禁制度

從美國性罪犯民事拘禁治療制度
看我國變革中之性罪犯強制治療制度
壹、前言
    許多性罪犯都潛藏著病態的人格特質，這種人格發展與形成常源於早期的受創、受虐經驗或長期不良之人際關係，不良的成長經歷導致這些性罪犯自幼就發展出錯誤的認知及扭曲的價值觀，甚且無法習得正確人際互動方式，成長之後，行強暴或性虐待就成為肯定自己、發洩憤怒或複製自已早期受虐經驗以從中獲取快感的方式
。往往這些性罪犯一旦於現實生活中遇有自己無法承受之壓力事件，就開始觸動了性侵害的犯罪循環的歷程：從孤立自己、沈溺性幻想以尋求慰藉到化為實際行動，每次犯罪的啟動到結束，通常內心的歷程都是循環著相同的軌跡，不斷重複犯行，直到被捕為止。

對於此類肇因人格異常或心理變態而犯罪的性罪犯而言，傳統的刑罰及獄中的教化課程，往往既不能有效嚇阻再犯或也難以發揮教化功能。因傳統的教化並未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各個罪犯犯罪行為的成因
，並使性罪犯瞭解自身人格或心理的問題，進而學習如何自我控制及預防自己再犯的技巧。由於性罪犯出獄後再犯性侵害犯罪的可能性是再犯其他犯罪的七點五倍
，故許多性罪犯雖在監所中表現堪稱良好，然出獄後，一旦面臨現實生活中觸發其再犯之事件或情境時，很快又會落入再次犯罪的循環路徑。因此，預防性犯罪的再發生，首應從矯正性罪犯之偏差心理或人格，協助其等建立內控能力開始
。

針對性罪犯所施之矯正人格或偏差心理之治療教育，其成效究竟為何？二ｏｏ一年，美國佛蒙特州矯正部（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曾發表一份研究報告，針對一百九十五名於一九八九年出獄的性罪犯進行再犯之追蹤研究後，發現其中五十六名接受完整治療的性罪犯，六年內再犯性犯罪之比率為百分之五點四，未完成治療或根本拒絕接受治療的性罪犯在此六年內之再犯比率則高達百分之三十。
另外根據美國司法部的研究，未治療的性侵害加害人，在出獄後三年內，其累犯率約百分之六十，經完全治療後，其累犯率降至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而加州Atascadero監獄所做之研究則顯示，經過治療其再犯率為百分之十一左右，未經過治療之性罪犯其再犯率則可高百分之十四左右
，受過治療與未受過治療之性罪犯再犯率最高差距可達六倍，足見性罪犯的治療對於再犯的預防有良好的成效。然如同治療疾病，每個受治療之人所需治癒的時間，隨個人的病況、體質等均不同。性罪犯之治療亦是如此，治療可達之成效及為達一定成效所需之治療時間，隨著個別性罪犯之智力、領悟力、改變自我動機之強弱及人格異常或變態程度之不同，而有不同，甚至有些性罪犯，不論如何施以治療都難加以改變。

為能有效監控及治療性罪犯，迄二ｏｏ二年三月，至少有華盛頓州、加州、堪薩斯州、佛羅里達州及密蘇里州等十六州立法通過性暴力罪犯法（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 Law）
，其中規定對於服刑期滿之性罪犯，得再施以不定期限之民事拘禁之強制治療（civil commitment of sex offenders）
。

各州之性罪犯民事拘禁法律在要件上或有不同，但大致架構如下：凡經有罪判決確定之性罪犯，於服刑期滿後，經判定其屬人格異常或心理變態，且若不予強制拘禁照顧或治療，將可能因其等異常心性，再犯性犯罪時，法院得依聲請對此種性罪犯宣告令入一定之機構，強制其接受不定期限之監控、治療與照顧
，直至有明確的證據可信其不再對社會大眾之安全構成威脅為止。此一法律立法通過後，在美國司法界、學界及人權團體間引發相當多的爭議及討論，甚至質疑此法之合憲性。此諸多爭議直至一九九七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賴利．韓屈克斯一案中（Kansas v. Leroy Hendricks，參附件），判定本法並不違憲後，仍未完全平息
，不過，至少性罪犯之民事拘禁制度是已經通過聯邦最高法院之檢驗。

我國雖自民國八十三年即於刑法第七十七條中增列犯刑法妨害風化罪者，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規定，然此項強制診療僅適用於在監服刑之性罪犯。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公布施行後，確立了出獄後或服刑期滿之性罪犯在社區亦必需接受治療及輔導教育之制度。嗣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刑法修正時，對於性罪犯的強制治療制度又作了重大修正。於該次刑法的修正，增訂了第九十一條之一，將性罪犯強制治療之規定，從假釋章中，移至刑法保安處分章中，至此，性罪犯之強制治療不再只是獄中之教化措施及假釋條件而已，而是法官於裁判時應併同考量之保安處分之一。此外，配合原來獄中之強制診療制度，至此，我國有關性罪犯的強制治療制度，已建立了大體的架構。簡言之，此一架構即是刑前強制治療、刑中強制診療及刑後強制社區治療及輔導。

此三階段之治療均有一定期限：刑前治療最多不得逾三年（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三項），社區之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之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三年（參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實施辦法第五條），而獄中的強制診療則不得超越刑期，故此等法定治療期間一旦期滿，不論性罪犯的人格傾向有無改變，不論他們對社會大眾的安危是否仍構成潛在威脅，治療都必需終止，此外，性侵害之犯罪事實尚未確定前，即鑑定該被告是否有強制治療之必要，亦使常使鑑定人員陷於兩難
。

有鑑於此，法務部於九十一年所草擬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中，將性罪犯強制治療制度做了大幅度修正：性罪犯之強制治療不再與本案判決同時宣告，法院是否宣告性罪犯應接受強制治療，應視此性罪犯在獄中強制診療，或社區中治療、輔導教育之評估結果而定。若性罪犯經過獄中強制診療或社區之治療及輔導教育後，經評估其再犯危險仍高，而有接續治療必要時，檢察官將向法院聲請強制治療。一旦法院為此宣告，該性罪犯就應被置於適當場所，令其接受治療直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此項修正草案已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由行政院與司法院會銜送進立法院審查中。

  修正之強制治療制度與美國之性罪犯之民事拘禁治療制度，均為不設期限之治療制度，本文謹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韓屈克斯一案（參附件一）中對民事拘禁治療制度之觀點及其所受到之質疑，檢視我國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雖然刑法九十一條之一之修正草案尚在立法院審查中，何時完成立法，尚難估測，完成後之新制度是否仍維持草案之原樣，更難逆料，然參考美國現行制度之運作，係有助於 我國未來性罪犯強制治療制度之規劃。

貳、美國性罪犯民事拘禁治療制度之簡介

     一、佛羅里達州

佛羅里達州「性暴力罪犯強制民事拘禁治療照護法」（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 For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 Treatment And Care Act）（下稱民事拘禁治療法）是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立法，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如同許多性犯罪防治法之立法背景，佛州性罪犯之民事拘禁治療法之制定背景也有一個令人不忍睟睹的故事
。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一日九歲的小男孩Jimmy Ryce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失蹤，數月後他的背包及屍體被發現。Jimmy Ryce生前遭綁架、強姦，而後被歹徒殺害、肢解。兇手雖然很快就被逮捕且數年後判罪確定，但Jimmy Ryce的父母痛心於愛子所遭受的不幸，遂積極遊說制定簡稱「吉米法案」的性罪犯之強制拘禁治療法案（Jimmy Ryce 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 For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 Treatment And Care Act），此法案並於一九九八年五月間立法完成，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本法定義某些心理變態之性罪犯為「性暴力犯」（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並規定應強制這類罪犯進入適當機構接受不定期之拘禁治療。本法只適用於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且服刑完畢之性罪犯。

佛州民事拘禁法之內容如後： 佛州民事拘禁法所定義之「性暴力犯」（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係指曾犯性暴力犯罪，且該人有再犯性暴力犯罪傾向之變態心理或異常人格，若未令入適當之場所接受長期監控、照顧與治療，其等將仍因其心理及人格因素再度犯案。

在性罪犯出監前一百八十日，監獄管理員必須將該名人犯即將出獄之事通知綜合小組（multidisciplinary team），及該管事務之檢察官，並由該小組評估該人犯是否為符合法律所定義之性暴力犯，小組成員中至少有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師各一至二名。

綜合小組若評估其等為性暴力犯（S.V.P），該小組即會將相關之報告及建議送予檢察官，檢察官得依此報告及建議向法院提出民事拘禁之聲請。法院受理該項聲請後，法官即應決定是否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足認人犯是法律所規定需治療之性暴力犯（S.V.P）。若法官認定有相當理由可認該罪犯符合法律上所定義之性暴力犯時，人犯即會被拘禁且令入適當之治療場等候法院最後的審判結果。檢察官可聲請法院進行「當事人進行式的」（adversarial probable cause hearing）聽審程序，以決定是否有相當理由認該人犯為法定性暴力犯。如此項聲請獲准，相對人（即性罪犯）即有權提出證據，委任律師、交互詰問證人及要求閱覽該小組所做的評估報告。然此項向法院提出聽審要求之權利並不對等，僅限於檢察官才擁有此一聲請權。

   如經審理認為確有相當理由認為該人犯為性暴力犯時，法院應在三十天內開庭審理是否應施以民事拘禁治療。此項審理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相對人得委任律師，若其無資力，則得請求法院指定「公設辨護人」為其辯護，同時也有權要求陪審團公審。

審理過程中，檢方提出之證據必需達到明確可信的程度（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法官或陪審員始能判決人犯為性暴力犯，且此項判決必需全體陪審員無異議一致通過。若僅是多數陪審員認為該性罪犯屬法律上所定義之性暴力犯時，檢察官可要求重新審理。

  一旦相對人被判定為性暴力犯時，該性罪犯即會被送往由「兒童家庭服務部」（the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成立之治療機構，並與其他受拘禁治療之普通人犯隔離治療。

在拘禁治療期間每年至少一次應檢驗受治療人之危險情形是否有所改變。法院並應審理是否有「相當理由」相信受治療人之情形已有所改變，且釋放後亦不再對社會大眾之安全構成威脅。如果州政府能提出「明確可信」的證據證明受治療人之異常心理狀態仍會對一般民眾的安全構成威脅，且一旦停止拘禁治療，他很有可能再犯，則該性罪犯就必需繼續接受拘禁治療。在拘禁治療期間，受治療之性罪犯雖得隨時向法院提出釋放之聲請，且於法院審理治療成效的程序中，性罪犯亦得委任律師到庭，但並無親自出庭之權也無要求陪審團審判之權利。

二、加州

  加州於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立法通過施行性暴力罪犯法（The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Law），該法創設了一項專對性暴力罪犯（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而設的民事拘禁制度。被認定為S.V.P.必需同時具備以下兩項要件：（一）、該罪犯曾以強暴、脅迫、恐嚇或以傷害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方式犯特定之性犯罪，且受害者不止一名。若受害者未滿十四歲，則是否施以暴力在所不論；（二）、經診斷認為其心理異常且此異常之心理將導致人犯回到社區後，有再為性暴力犯罪之可能；一旦經認定是S.V.P後，透過宣告民事拘禁之方式，將其送入安全機構，且除非其再犯之危險狀況已經解除，否則不予釋放。

  加州性罪犯之之民事拘禁法，係規定在該州之「福利機構法」（the Welfare & Institutions Code）中，其程序如下
：

（一）個案篩選：性罪犯服刑期滿前六個月，由「矯正部」（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及「刑期委員會」（the Board of Prison Terms）檢視該受刑人之犯罪紀錄，是否符合性暴力犯罪法中所定義應接受治療要件，如符合要件，人犯之資料就會被送到「心理衛生部」（the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由兩位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進行評估（clinical evaluation），若評估人員一致認為此人犯心理異常之程度達到未經妥適治療或監控，將有再犯性暴力犯罪之可能時，該案即會送到檢察署，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宣告民事拘禁治療。如評估結果不認為該人犯需接受治療時，則心理衛生部將聘請另一組評估人員行二次評估，如果第二次評估結果並未一致認為該人犯具有需拘禁治療之必要時，人犯即獲假釋，如評估結果一致認應施以治療時，該項資料即送給檢察官。

（二）民事拘禁之聲請：法院接到此項聲請後，應裁定本案是否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足認為該人犯需受民事拘禁。於此程序中，人犯有選任律師權且有詰問證人（評估人員）之權。若法院認為有相當理由認為人犯屬S.V.P.時，則擇日開庭審理該民事拘禁案。

（三）民事拘禁之審判：於民事拘禁之審判程序中，不論是人犯本人或檢察官都有權要求組陪審團，此項判決必需是陪審團全數一致且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認為人犯為S.V.P.之情形下，始能成立。

（四）、民事拘禁之執行：該人犯經上述程序被認定為S.V.P時，即會被送到由「心理衛生部」（the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設置之機構，接受為期兩年之治療。人犯在治療期間，至少每年會受檢一次，人犯亦可在治療一年後向法院聲請附條件釋放
。 於兩年期限屆終之時，除非檢察官再提出新的拘禁治療之聲請，並獲法院准許外，治療即結束，人犯亦必需釋放。檢察官於再次聲請拘禁治療時，除程序同前外，並必需提出這兩年之治療評估報告。

（五）、實施情形：屆至一九九八年，「刑期委員會」一共審查超過二千個個案，發現有超過六百個是符合應接受拘禁治療之要件，自性暴力罪犯法施行後，共有一百二十一名性罪犯經法院宣告為S.V.P.，且送進治療機構接受治療。

三、密蘇里州

  為保護社會大眾不再受到仍有再犯傾向之性罪犯之侵害，且能夠使這類性罪犯受到完整之治療，密蘇里州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性暴力罪犯法（the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Act）
。該法規定人犯出監前一百八十天內由其矯正部（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部長及心理衛生部(the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部長共同指定之一個七人小組專責調查該人犯是性暴力犯（S.V.P.），此小組應於三十天內完成調查報告，並將報告送交檢察長，如果報告認為此人犯符合S.V.P.之要件時，檢察長即將此一報告送予由其所指定組成之獨立的檢察官審查委員會，進行另調查，以決定應否向法院提出民事拘禁之聲請。審查小組並應將調查結果送交檢察長。

該審查小組如依據組內成員多數決認為此人犯符合S.V.P.之要件時，檢察長則必需在收受調查小組書面通知之四十五天內向法院提出民事拘禁治療之聲請。

法院接獲聲請後通常於七十二小時內，開庭審理，並將該性罪犯拘禁至適當之安全機構，等候法院審判。於此審判程序，人犯有權選任律師、詰問證人及檢視所有檢方所提出之報告。經此程序審查之結果，法院如基於「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認為該性罪犯為S.V.P.時，將命心理衛生部指定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對人犯再進行心理衡鑑，此項鑑定必需在接獲法院命令後六十天內執行。此外，人犯亦有權利自費聘請其他之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為其鑑定。

於鑑定完畢後六十日內，進行民事拘禁治療之審理，於此審理程序中，人犯亦有選任律師之權利，如貧無資力，則由法院為其指定律師，人犯亦得要求陪審團審理，如不要求陪審團審理，則直接由法官審視證據並為判決。不論是法官或陪審團，欲認定該性罪犯為S.V.P.時，都必需達到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如已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時，該名性罪犯將由心理衛生部執行拘禁及治療之工作，直到其不再對社會產生危險。雖然性罪犯在此民事程序中受到如刑事程序提供予被告之保護，但並不得主張刑事被告所可主張憲法上之某些權利，例如緘默權。

治療期間，心理衛生部每年都會對受治療之性罪進行一次心理衡鑑，若受治療人之危險情形已好轉至不再對社區構成威脅，心理衛生部長則得向法院聲請釋放，法院接獲此項聲請後，應於三十日內審理，性罪犯或檢方均得要求陪審團審理，如檢方無法提出證據使法院或陪審團達到無合理懷疑程度，認為受治療之人 之危險仍未改變時，人犯即可獲釋。除此，法院亦每年會審查一次該性罪犯之危險狀況。受治療之人亦得聲請法院釋放。

四、堪薩斯州

堪州性罪暴力犯拘禁治療之規定於一九九四年公布施行
，於其規定性罪犯拘禁治療的相關法條第一條即開宗明義，闡明制定此一制度之意旨：因鑑於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且具性暴力傾向之人，如不加以矯治，將極具危險，而堪州現有之拘禁治療未能契合性罪犯之特殊治療需求，故慮及性罪犯對社會產生之危害，爰於現行拘禁治療規定外，就性罪犯之拘禁治療另訂特別規定。

其有關性罪犯民事拘禁治療制度之規定如下：

有關之司法機關
於法律所特定之性罪犯於獄中釋放前九十天，應出具書面通知檢察長及綜合小組（multidisciplinary team）該罪犯之姓名、足資辨識的特徵、出獄後可能的住處、犯罪史及治療紀錄。綜合小組於收到該書面通知後三十日內應做出該性罪犯是否為堪州法律所定義應接受民事拘禁治療之性暴力犯（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之認定。依據堪州法律第五十九章之29a02之規定
，所謂性暴力犯係指被控或被判決犯性暴力犯罪確定，且罹於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之人，而其變態心理或異常人格可能致其再犯性暴力犯罪。性暴力犯罪指強姦、猥褻幼童、雞姦及性曝露等犯罪之既未遂犯行。而性罪犯的範圍尚包括被控犯前開性犯罪，但喪失就審能力（incompetent to stand trial）者而不予審判或因精神異常（insanity）而被判無罪者。
檢察長指定成立一個檢察官審查委員會（prosecutor’s review committee），就綜合小組提出的報告進行審查，以決定該性罪犯是否符合性暴力犯的定義，如認與法律定義相符，則應在綜合小組送達書面通知之七十五天內向法院提出民事拘禁之聲請
。

法官接獲此項聲請後，先初步審核是否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認為該人是法定之性暴力犯，如是，則暫令拘禁，且在七十二小時開庭審理決定是否有「相當理由」認定其為性暴力犯。於審判中性罪犯可委任律師，行交互詰問及檢閱呈庭的相關報告。如認定成立，法官將令該性罪犯進入包括郡監等適當之安全處所，等候專家進行評估。

之後，法官需在六十日內開庭審判該性罪犯是否為法定之性暴力犯，於此審判程序中，性罪犯有委任律師之權，如其無資力，法官並應為其指定律師，以保障其訴訟權益。當性罪犯要求自行聘請專家為其鑑定時，法官應許可該專家為性罪犯進行所有必要的檢測，並取得該罪犯相關之醫藥記錄及心理評估和報告。在審判前四日，任何一方均有權提出書面聲請，要求以由陪審員審理，法官亦得指定陪審員審理。
如所有事證已達「無合理懷疑」可認該性罪犯屬法定之性暴力犯時，該性罪犯則被送到由「社會更生服務部」（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成立的矯治機構接受治療及照護。於有 陪審團審理時，S.V.P之認定必需陪審員全體為一致無異議之認定。拘禁治療期間每年均就治療成效檢視一次，治療期間直到其變態心理及異常人格已獲改變，並不再對他人造成危害為止。

參、性罪犯之民事拘禁法律所引發之爭議

     前述各州針對性罪犯設計之民事拘禁制度，幾乎與前述堪薩斯州一九九四之性強暴犯法架構如出一轍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韓屈克斯一案中，認為堪州之「性暴力罪犯法」中有關對性罪犯行強制拘禁治療之程序並不違憲後，此指標性案例，遂為各州援引作為釋疑性罪犯民事拘禁制度並不違憲之重要法律見解。

    堪薩斯州為了處理為數不多但極端度危險性暴力犯，而於一九九四年制定性暴力罪犯法（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Act），堪州政府認為這些強暴犯並非為典型之精神病，難以適用一般之民事監護規定令入一定場所接受治療，但他們通常具有極強的反社會人格，致他們有一再犯案之傾向，故必須針對他們制定拘禁治療之法律，迫使他們獲得長期治療。該法不但適用於經法院判決有罪之性罪犯，亦適用於因無就審能力或責任能力而受制裁之性罪犯。在堪州之性暴力罪犯法中規定，只要該性罪犯因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致可能再犯性侵害犯罪者，均得對其施以民事拘禁。此項法律通過後不久，韓屈克斯，一名即將出獄且有將近三十年兒童性侵害前科史的戀童犯，即成為州政府適用該新法的第一個對象。
堪州政府向法院聲請對韓屈克斯施以民事拘禁，但韓屈克斯認為該法違反實質正當法律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 Of Law）、不得重複處罰（Double Jeopardy）及法律不溯既往（Ex Post- Facto）之原則。此案打到堪州最高法院後，該最高法院認為要對人民施以民事拘禁時，必須透過實質正當法律程序及明確可信之證據來證明該人不但精神異常（mental ill）且足以對自身或他人產生危險。而堪州性暴力罪犯法中所規定得拘禁性罪犯之要件僅是心理變態（Mental abnormality），其程度與民事拘禁中應構成之精神異常並不相同，僅以心理變態就做為拘禁之要件，是違反實質正當法律程序，故判決韓屈克斯勝訴。
敗訴之堪州政府及勝訴之韓屈克斯均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韓屈克斯並認為堪州法院尚應處理他的另兩項上訴理由：該法違反重複處罰及法律不溯既往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受理兩造之上訴後，駁回堪州最高法院的原判決，改判堪州政府勝訴
，其理由如下：

１、堪州之性暴力罪犯法不僅是性罪犯本身具有危險性就足夠，尚需該性罪犯罹於心理變態或精神異常。此項民事拘禁治療之要件與肯達基州、伊利諾州、明尼蘇達州等之民事拘禁法所適用的對象為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或精神異常的要件相同，而各該州針對少數無法自控其危險性的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者所規定之民事拘禁法律，業經聯邦最高法院肯認其合法性在案，故在要件上與該等州之民事拘禁法並無二致的堪州性暴力罪犯法，亦無何違法之處。稱精神異常也好或稱心理變態，不管再怎麼去定義一個具有醫學內涵之法律名詞，都難與真正的醫學專業上的內涵相一致，因此我們所該關心的不是如何從醫學的角度去解釋此一法律名詞，而是該法律所設定之要件既然是要使那些對自已之危險性無自控能力之性罪犯受到民事拘禁治療，而韓屈克斯經過鑑定被評定為嚴重心理變態的戀童癖，而符合該法需拘禁治療要件之人時，就得適用該法。韓屈克斯本人亦承認一有壓力時，就完全無法克制猥褻兒童的衝動。其本人的這段陳述不但預示其未來所具備之危險性，且正足以顯示他和一般可用刑事程序就可處理的人犯不同。

２、至於韓屈克斯抗辯此種拘禁治療根本是種處罰，從其過去的已經判刑且服刑完畢之犯行去預測他將來必然會再犯罪而加以「預先處罰」，是憲法上所禁止之重複處罰，且違反及不溯既往之規定方面，由於該二項憲法上對被告所保障之權利僅適用於刑事程序中之被告，並不適用民法上之當事人，故其抗辯是否成立，首應釐清性暴力罪犯法究竟是民事法還是刑事法。刑罰的目的有二：一是處罰；一是嚇阻。堪州對性罪犯之拘禁治療並不含有處罰的目的，性罪犯之前的犯罪紀錄僅是一項認定其有無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的證據，拘禁之目的與「犯行」無關，亦與其犯罪的「惡意」無關，只與其是否為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有關。此從因欠缺責任能力而未獲有罪判決之性罪犯亦應接受治療即可印證，拘禁與否與先前之犯行並無關聯。此外，本法亦看不出有嚇阻犯罪之目的，因為應受拘禁治療之人犯均因人格異常或心理變態致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而一再犯罪，對這種人，豈是靠「拘禁」就能嚇阻其等不再犯？況且，拘禁治療的過程，對受治療人限制的程度均與任何其他拘禁治療的病人相同，遠非可與「坐牢」相提並論，既然從沒有人認為對其他具危險性的精神病患以拘束其等行動自由之方式使其之接受治療是一種「懲罰」，與此情形相同之性罪犯拘禁治療當然亦難認為是種「懲罰」。雖然韓屈克斯認為，無期限之拘禁治療也是另一項意圖「懲罰」性罪犯之證明，然此種此種「無限期」只是種可能性，非必然結果，蓋本法以一年為期，如政府要繼續對該人施以拘禁，必需提出「無合理懷疑」之證據證明該性罪犯之情況仍仍符合應拘禁治療之各項要件，才能繼續拘禁之。
最後，韓屈克斯認為本法根本未規定任何治療內容，因此拘禁的本質只是囚禁。在這點上，聯邦最高法院倒是滿贊同堪州最高法院的見解：民事拘禁法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如何治療，而是持續將性罪與社會大眾隔離。治療他們使其得以復歸社會只是本法之附隨目的。許多精神疾病是無法治療的，對於該無可治療之性罪犯，以是否有能力治療該名性罪犯作為是否應對其施以拘禁治療之先決條件，是無意義的，因為無法治療的人難道反應釋放到社會上去嗎？實則，要經由嚴謹的法律程序妥善的處理無可治療且具危險性之性罪犯或精神病患，就是民事拘禁之立法意旨。若該性罪犯是有治療可能性，則政府是否有義務提供治療呢？即便堪州最高法院認為治療並非本法主要目的之論點成立，提供治療起碼也是「附隨」義務，且為法律所明定，故一旦施以拘禁，政府就必須依法提供治療（treatment）及照顧（care）。雖然本案中韓屈克斯是堪州適用該法之第一人，因為新法上路致政府尚未規劃出完整的治療計劃致韓某本人未受到足夠之治療，然重點是韓屈克斯是受到受過治療方面專業訓練之人員之看管而非受監所管理員之看管，故不得因其未受到足夠之治療，就推論該法之目的在於「處罰」。 

基於本法僅適用於一小部分極具危險之性罪犯，且是依照嚴謹之程序來篩選需經拘禁治療之人，受拘禁治療之人於拘禁期間所受之待遇完全比照一般拘禁治療之病人而非如同坐牢般，再加上如有治療可能性時，政府應提供受拘禁人治療措施，及一旦危險情況好轉則立即釋等諸點分析，本法不具刑事處罰之性質甚明。既然本法非刑事法，且法律的目的與處罰性罪犯毫不相關，因此韓屈克斯所提本法違反一事不二罰之主張即無由成立。至於所謂「不溯既往」條款是指禁止任何新定之處罰規定適用於規定適用前已遂行的犯罪，本法既無關於「處罰」，自無是否違反不溯既往原則之問題。

在聯邦最高法院這番論述後，並未平息學者對性罪犯民事拘禁法各項爭議之討論：

（一）、對性罪犯之拘禁治療本質上就是種刑罰：

1、 從立法過程的討論可以看出它的刑罰性：

立法過程的辯論中，堪州檢察長曾說，幾乎不可能再有機會去通過一種法律，將這些危險人物在他們服刑期滿後繼續與受到拘禁。在立法的過程中，如何繼續拘禁性罪犯的著墨遠比如何治療他們來得多的多。由於對性罪犯的治療成效不彰，所以只藉著民事的拘禁制度，對其等執行一個變相的無期徒刑。

2、 從成效不彰的犯罪防治體系可以看出它的刑罰性：

在吉米法案通過的那天，佛州報紙的一篇報導道出了人民對「認罪協商」制度在性侵害案件中濫用的無力感與挫折感：以佛州博渥郡（Broward）為例，十一個性罪犯中只有二個曾入監服刑。在棕梠灘郡（Palm Beach）則是四個登記有案對兒童性侵害的性罪犯全都直接宣告緩刑附保護管束。就佛州全州而言，自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以來，五百七十七個被認定有罪確定的性罪犯中，有百分之七十五被法院所宣告的刑期，較州規定之標準刑期（State Guideline）更短。從各種資料顯示，這些性罪犯不是獲得緩刑就是在認罪協商制度下獲得比應得徒刑更輕之刑期。因此，在刑事體系無法獲得的公道，只好從拘禁制度中討回，這或許是設計此一制度的一部分動機。

3、 法條本身就可看出它的刑罰性：

不論是佛州或堪州之法律，拘限於適用於有再犯傾向之心理變態且具危險性之性罪犯，而用以認定該名服刑完畢之性罪犯是否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的唯一證據，就是之前法院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這是一項人犯在入監前，最後一次與社會互動的紀錄。這是不客觀的，因為一旦入監服刑，在監獄這種封密而無機會再犯罪的環境裡，人犯心態縱有所改變，亦難被採信，人犯在監所的表現無從成為評估的資料後，只好以之前之犯罪事實做為唯一之評估依據。因此人犯的前次犯罪紀錄，到底是成為對其等施以更多的處罰之依據，還是認定其等心理異常之依據，就顯得模糊不清了

4、 從性罪犯之治療現況可以看出它的刑罰性：

佛州吉米法全稱雖為「性侵害犯之強制民事拘禁治療照護法」，且本法立法之初雖倡者諄諄央求性罪犯治療的重要性，但諸多事由可判定對性罪犯之治療並非通過本法之主要動機。（１）、對性罪犯之治療並非是施以何種有效之藥物，因此當法律規定，對有些根本無可能改變其心理現狀之人犯而言，仍要以治療為名拘禁在特定處所裡，本身就是種矛盾。（２）、僅憑其過去的犯行就可認定其等是心理變態嗎？此外，如真為治療，為何除拘禁方式外，別無其他較彈性之作法呢？因精神疾病而犯罪的人，在刑事體系中尚可以令其接受適當之治療以代坐牢，為何在吉米法中，對這種人犯之治療卻仍一律必需以拘禁之方式，而無其他較有彈性之方式？如果受治療人在與治療目的不相衝突的情形下，為何不允其的獲取適度自由？此項毫無彈性的強制拘禁作法應認為是違憲的。

（二）、吉米法或其他性罪犯拘禁治療法本身之與刑罰理論之矛盾處：

依吉米法之定義那群需接受治療之性罪犯是指「其等之心理狀況影響其等之情緒及意志力以致於傾向對他人性侵害」（五百頁最後一段），既然認定其等因心理問題而無法掌控自己之行為，就應認定此種人無可責性而免除刑罰。

   （三）、最高法院在民事拘禁治的這批性罪真是精神病患嗎？其不過是一群不受道德束縛極欲遂行犯罪意念的人。此外，拘禁期間，政府亦未提供任何治療，只是形同預防犯罪之拘留而已，因為這些人根本沒有疾病，如何治療？刑事的歸刑事，民事的民事，用重刑、長期刑一樣可以達到預防犯罪之目的。韓屈克斯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用低標準去檢視法律，只要民事拘禁處分有適當的程序及一定的證據標準，最高法院就寧可接受此一制度而犧牲人民的自由權。

   綜上，學者對性罪犯民事拘禁制度之質疑如下：

  （一）、性罪犯民事拘禁制度本質上就是一種對性罪犯的二次懲罰

  （二）、性罪犯民事拘禁制度是因為犯罪預防體係無能力防止性暴力犯的再犯下，所制定出來的制度。

  （三）、僅憑罪犯過去的犯行紀錄就斷定其有人格變態及再犯傾向，並不合理。

  （四）、對於這群不是精神病患的性罪犯真的能施予治療嗎？如無可治療可能性時，還要以治療為名留置拘禁嗎？為何不能使用拘禁以外之方式，在機構外施以治療？

  （五）、為何在認定這群性罪犯如同危險之精神患一般需要接受治療之同時，又認為他們之刑事責任能力不受任何影響。
肆、我國性罪犯治療制度之定位

法務部於九十一年提出刑法總則之修正草案，其中於第九十一條之一有關性罪犯之強制治療之規定修正為：「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者，於刑之執行期間曾接受以防治其再犯性侵害犯罪為目的之診療或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而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前二項之情形，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此番修正，不但將強制治療擴大適用於性侵害犯罪之結合犯及特別法上所規定之妨害性自主犯罪、將強制治療之宣告之時點與本案判決之時點分離，且強制治療不設期限，直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相較於現行法所規定之治療期限最長不得逾三年，此項修正，必然對性罪犯的權益發生重大影響。
於說明此項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之前，謹先就我國性罪犯強制治療制度之沿革及本次修法背景，做一概述。

一、假釋要件之強制診療

（一）制定緣由及內容

早期，並不認為性罪犯與一般罪犯有何不同，故在刑法中，除了刑罰規定外，並沒有特別關於性罪犯的任何制度。然隨著性罪犯治療理論之引進，性罪犯之治療不再僅是犯罪心理學或精神醫學所研究之課題，而成為犯罪預防的重要措施。民國八十三年修正刑法假釋章時，於刑法第七十七條有關假釋要件之規定中，增訂第三項：「犯刑法第十六章妨害風化各條之罪者，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查當年之立法經過，原本刑法第七十七條之修正草案中，並未增列任何關於強制診療之規定，但於立法院討論應如何放寬假釋門檻之規定時，由前立法委員潘維剛等連署提出「要求增列犯有妨害風化罪名的累犯，應施予專業性心理的強制治療，以期達到教化及解決問題的目的，否則不得假釋」之修正動議後，性罪犯獄中強制診療制度才列入討論。其等提出此項修正之理由是認為強姦罪之受刑人有超過五分之一是累犯，單純服刑期滿無法達到矯治效果，應從心理、生理兩方面給予診療後，才能讓他們回到社會。假釋條件放寬後，若亦適用於強姦罪之累犯受刑人時，將使這些高再犯危險之性罪犯大量釋回社區，屆時婦女人身安全將受到嚴重威脅，因此提出於刑法第七十七條增列一項：「犯刑法第十六章妨害風化各條之罪並為累犯者，除經強制治療不得假釋」修正條文
。該項文字於最後表決之階段，又修正為「犯刑法第十六章妨害風化各條之罪者，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
。至此，不限累犯，所有犯妨害風化罪之受刑人，皆有適用獄中強制診療之規定。該條修正通過後，對犯妨害風化罪之受刑人而言，假釋之要件除需有悛悔實據、服滿法定刑度外，尚需在獄中經過強制診療。

（二）缺失

立法者雖然認定性罪犯有治療之必要，然立法討論的過程中，強制診療原欲適用之對象，原為典型之性暴力犯—強姦犯，且是再犯危險甚高且已呈現再犯傾向之「累犯」，惟最後立法通過適用強制診療的對象為所有犯妨害風化罪之受刑人。當民國八十三年刑法第七十七條有關假釋之規定，作如上之修正時，刑法妨害風化罪章中尚包含性侵害犯罪與風化犯罪。亦即，該章所規定之犯罪類型，既包含典型的性侵害犯罪如強姦、猥褻罪等，亦包含僅是散布猥褻書刊，或引誘、容留婦女與他人淫之風化犯。在性侵害犯罪與風化犯罪皆適用強制診療的情況下，不但模糊了強制診療制度之立法原意，在執行上也易生困難。蓋姑不論當時國內對於性罪犯之治療，尚在摸索階段，該如何進行治療，尚無統一之模式
，如此全盤適用，徒然造成紛亂，在性侵害罪犯之治療，尚因犯罪類型不同，如成人強暴犯、亂倫犯或是戀童犯，而有不同之治療重點，凡此皆需治療人員針對犯罪類型、特質及罪犯之個別情況，費心規劃治療計畫
。若將無涉心理或生理問題，純為營利而犯罪之風化犯亦納入「強制診療」之範圍，將排擠「真正的」性罪犯所需要的治療資源。
此外，並非所有之性侵害犯，均有心理變態或人格、生理異常之問題，未加篩選而令其等一律需接受治療，亦無法使有限之治療資源充分運用在真正應受治療之性罪犯身上。最後，依本法規定，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因此只要曾經強制診療，即符合假釋要件，不問治療成效如何，有無繼續治療之必要或其再犯危險是否降低，都無礙假釋之審核，亦有不妥。惟不論此項立法是否有未盡周延之處，不可否認的，當年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確實使性罪犯之治療制度正式被納在司法體系內。

二、保安處分之強制治療

（一）制定之緣由及內容

由於性罪犯之強制治療，除具有預防個別行為人再犯之目的外，尚有促使其再社會化之矯正的目的，本具有保安處分之性質，僅將性罪犯之強制治療制度置於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並不足以突顯其保安處分之本質，反易認其只是針對性罪犯所設之假釋條件。為釐清強制治療保安處分之性質，使性犯罪之強制治療成為保安處分之一環，藉醫療處遇達矯正偏差行為，避免再犯之目的，法務部乃於八十八年刑法修正時，增定第九十一條之一，亦即現行法之規定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之罪者，於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前項處分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其期間至治癒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三年。」「前項治療處分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此項修正，不但使強制診療從獄中之教化措施提昇至保安處分之位階，且量及並非所有性罪犯皆有受治療之必要，故令受強制治療前，必需經過專家鑑定，以作為法官裁定強制治療之依據。 

（二）缺失

此項強制治療措施與刑法上之其他大部分之保安處分制度相同：設有期限（定為三年）、應於裁判時併予宣告、應於刑之執行前為之，並得折扺刑期。修正為保安處分後之強制治療，經實際執行後，仍有以下實務上之問題：

１、鑑定之時點並不適當

性罪犯的「鑑定」，並不是其「到底有無犯罪」的鑑定，而是一種「危險評估」，故鑑定人員不是在做測謊的工作
，而是在做危險預測的工作。此項「危險評估」，依據陳若璋教授於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一書中所述
，不僅在預測再犯的可能性，還需評估犯罪者對社區的危險性，評估人員與性罪犯進行心理評估的臨床會談時，應包含以下十個向度
，並對是否強制治療作出建議：一、性罪犯之生長史：特別注意其有無家庭暴力、同儕輪姦文化、性創傷史特質；二、人格特質：表達溝通能力、情緒穩定度；三、偏差的性癖好：性幻想、看Α片的頻率及模仿的程度；四、性犯罪內涵，尤其是性犯罪時的受害對象的性別、年齡及關係及犯罪手法；五、性罪犯相關壓力事件：有那些壓力事件及內在的心理歷程促發性侵害案件發生；六、對害人同理的程度：犯後有無愧疚感或罪惡感；七、社會與情緒適應：目前人際關係是否良好、自我調節情緒的能力為何；八、對防止復發的自覺：性罪犯是否瞭解到自身犯案的循環歷程；九、責任及否認程度：認知扭曲的程度；十、社會支持系統的完整度。此十項會談內容，其中「性犯罪內涵」、「相關壓力事件」、「對受害人同理程度」，評估人員都必需在充分瞭解本次犯罪之發生及情節後，始能做出客觀的評估，而性罪犯的「否認程度」的判斷，更是必需在有確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下，才能判斷性罪犯的「否認」究竟是重申冤枉的意思表示，或是有再犯可能性的一項重要指標。

在佛蒙特州，對性罪犯的評估鑑定評估在犯罪事實認定後進行，且為使每次評估時所參考的資料都是被告明確的犯罪紀錄，評估人員甚至建議檢察官在認罪協商時，不要接受被告的Alford Plea 
，亦即不置可否之認罪請求
，此種被告既不承認犯罪也不否認犯罪，僅表願接受刑罰之認罪請求，無助於事實之真相之瞭解，鑑定人員在與性罪犯對談時，因乏明確之性侵害事實作基礎，很難對性罪犯之心理作出正確評估，而美國所實施之性罪犯民事拘禁治療，更不會有在判決尚未確定前，即必需決定性罪犯是否應於刑後接受拘禁治療之問題。

國內由於現行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鑑定應於裁判前為之，鑑定人員在無確定之犯罪事實下，只得以「假設起訴事實為真」之前提下進行鑑定，不但徒增難度，且當法院最後以證據不足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時，先前之鑑定所秏資源均附諸流水。

２、是否「有治療之必要」欠缺明確標準，致鑑定人員解讀各異

現行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僅規定，「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對何謂「有治療之必要」，法條文字及立法理由中並未闡明，從而產生實務上鑑定人員對該項法律要件之各種不同解讀
。同一個案，可因不同人員鑑定，而有不同之結論；蓋有以患精神病者，始有治療之必要；亦有以再犯可能性高，所致危險性大者，始有治療之必要；另有以性罪犯是否需接受治療，應以治療資源之多寡為定，若資源足夠，則認知扭曲及行為偏差者，亦得認定其有治療之必要
。實則，究竟何種性罪犯應施以強制治療，此一答案似不應由鑑定人員決定，立法者既將強制治療明定為保安處分之一種，應否接受強制治療，即應從保安處分之目的性來看；保安處分既係一種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以達教化與治療目的之處置
，係針對個別行為人而設之特別預防措施，則是否需施以強制治療，當以該性罪犯將來是否對社會顯現出一定之危險來決定。故性罪犯是否有治療之必要，當以其未來再犯危險性之高低為斷，致於造成高再犯危險之原因究竟是精神疾病、認知扭曲或行為偏差等，只是強制治療時之治療重點，應非判斷應否施以強制治療之要件。

由於對應施以強制治療要件解讀紛亂，致實務上常見鑑定報告上出現「無具體證據顯示ΟΟΟ（受鑑定人）因性行為異常或受其他精神疾病之影響而有強制性交犯行，故認其無接受精神科治療之必要」之結論
，此不但將性罪犯之強制治療與精神病犯鑑定混為一談，僅以受鑑定人無精神疾病，即認無治療之必要，完全未就此被告未來再犯之危險評估預測，此種鑑定顯非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之所要求之鑑定。

此外，在鑑定實務上，縱以性罪犯之「再犯危險」為鑑定之內容及決定是否強制治療之標準，然多高之再犯危險需要強制治療，亦應訂定一套可遵循之客觀標準，又是否有施以治療之必要亦應考量再犯時所致之實害，否則因一時忘情致觸犯法律之青少年情侶，可能僅因「再犯」可能性大，而被建議應施以強制治療。

３、實施強制治療之時間並不恰當：

「再犯預防取向」是目前最被廣泛使用之治療模式。依其理論，性罪犯可以改變或增加其自身對性侵害犯罪行為之控制
，因此治療者從加害者之生活史、經驗和人格特質中去分析性侵害的原因，幫助罪犯找出本身引發犯罪之因素，並使其瞭解自身犯罪的歷程，進而發展並學習「避免再犯」之技巧，以達到學會終生自我控制之目的。
治療的過程中，建立性罪犯之責任意識、矯正其錯誤之認知、發展並建立其等對被害人之同理心、學習控制性衝動及發展避免再犯之技巧等，都是性罪犯相當重要的學習目標
。簡言之，強制治療之目的就是使性罪犯明瞭自身之問題，建立正確的觀念，並學會自我控制及再犯預防，且成功的將這些觀念及技巧運用在真實生活中。因此強制治療的過程是一種學習的階段，出獄後，就是學以致用的階段。

然依現行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強制治療於刑之執行前為之，治療完畢尚需接續服刑，服刑期間若無機會「復習」治療期間所學之各項預防再犯之技巧，則待其出獄時，恐早已遺忘治療期間所學，治療成效將將大打折扣
。所幸獄中強制診療制度，仍舊實施，許多性罪犯於刑之執行期間，仍接受本質與強制治療完全相同之「強制診療」，故不致中斷「學習」成效，然重複兩次強制治療徒然造成浪費，不言自明。

由於強制治療貴在一氣呵成，故在假釋前或刑之執行完畢前為之，應係最為恰當之時機，出獄後再配合社區之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使全部之治療相連，以發揮最大之效果。
４、以監獄為治療場所之「刑前」治療：

依現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強制治療應在花柳病院、痲瘋病院或公立醫院，尚非在監獄中，且性罪犯所執行的是「刑前」而非「刑中」治療。然在尚無禁戒設備得以監管受治療者之適當醫院接手治療工作前，性罪犯的刑前治療均在台北、台中及高雄三所監獄實施。

其實，監獄並非不得做為強制治療之地點，欲使監獄成為真正適合強制治療之場所，最重要的是使受治療者能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接受治療。在監獄特殊的次文化環境下，性罪犯地位低，往往成為其他獄友嘲弄恥笑的對象，若不在獄中設置專區，集中管理性罪犯，使其等能在不受干擾的情形下接受治療，將有礙於治療工作之進行。

三、再修正中的強制治療

現行法雖確立了強制治療保安處分的屬性，因仍有許多執行上的問題，因此法務部於九十一年提出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中，重塑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之架構。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規定：「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者，於刑之執行期間曾接受以防治其再犯性侵害犯罪為目的之診療或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而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前二項之情形，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此一修正與現行法最大的區別有三。一、擴大適用強制治療之性犯罪犯範：強制治療適用的範圍不但及於與強制性交之結合罪亦包括特別法之性侵害犯罪。例如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第二十二條之罪。二、強制治療實施之時點從現行法之「刑前」修改為「刑後」，且是否聲請法院宣告執行強制治療，以刑中強制診療或社區之治療成效而定，因此性罪犯強制治療之宣告，不再與本案判決同時為之。三、強制治療不設期限：一旦法院宣告此性罪犯應接受強制治療，其治療期限不限三年，直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修正中的強制治療架構，除了與前述美國之性罪犯民事拘禁制度中之刑後執行，且治療不設期限之規定相同外，將性罪犯治療之發動置於判決確定後，也係為有效整合性罪犯之治療資源。

蓋現行有關性罪犯治療之規定，分別訂於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刑前保安處分之強制治療）、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獄中強制診療）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八條（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經判決有罪確定，不論是假釋、緩刑、免刑、赦免或刑及保安處分執行完畢，主管機關均應對其實施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在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之刑前治療部分，由於強制治療過早實施，無法與受刑人之假釋出獄時程相銜接，治療成效因而無法有效發揮；在刑中強制診療部分，雖然目前入獄服刑之性罪犯，許多都依照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施以強制診療
，惟刑期屆滿，診療即必需結束，屆時縱評估人犯仍具高再犯危險，亦應釋放。雖然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在社區中依法仍得對出監之性罪犯，繼續施以刑後之治療或輔導，惟若人犯屬高再犯危險，又因刑期屆滿，保護管束終止，則僅靠社區之治療，實難以發揮有效之監控，阻止其等再犯。

          故本次修法，改將刑法之強制治療，置於補充性地位：亦即性罪犯入監服刑後，依修正中之「監獄行刑法」草案第三十七條之一之規定
，經評估認其為生理或心理異常者，即應應接受強制診療；未入獄者，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
，在社區中亦有治療或輔導之機制。經此獄中強制診療或社區之治療、輔導後，若依其等之治療評估報告，認該性罪犯之再犯危險仍居高不下時，檢察官即得檢具鑑定及評估報告，向法院聲請宣告強制治療。故修法後之強制治療，可謂係針對業經治療、輔導後，但再犯危險仍高之少數性罪犯實施，認定性罪犯等必需施以強制治療之基礎，為獄中強制診療或社區治療之成效評估報告。基本上與性罪犯之犯行無關，只與其再犯危險可能性之高低有關
，且此一再犯危險評估，係性罪犯之最新治療評估報告。

5、 從美國性罪犯民事拘禁制度看我國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

一、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是否是對性罪犯的二次處罰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花費許多力氣來為性罪犯之拘禁治療制度之屬性正名，因其被界定為民事程序，故無二次處罰之問題。但在我國，性罪犯之強制治療為保安處分之一種，而保安處分又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故性罪犯之強制治療，毫無疑問的，是刑事制度之一環。雖然修正中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與現行保安處分多設有期限之規定不同
，且在理論上，極可能產生終生拘禁之結果，亦不宜據此認為不定期限之強制治療是對性罪犯在本案刑罰以外之二次處罰。蓋現代刑罰理論係綜合應報理論的罪責主義與行為人取向的特別預防主義；即刑罰之輕重應完全以犯人之「行為罪責」為量刑之基準，刑罰必需與罪責相等，不能超過行為之罪責，但同時亦認為刑罰具有預防個別行為人再犯之目的，故刑罰之目的不是單純為了懲罰行為人，而是有促使行為人再社會化及防範其再犯之矯正上之目的。因此在特別預防主義及行為人刑法理論下衍生了以矯治改善人犯之危險性為導向之保安處分制度。
故保安處之久暫應從行為人整體人格、其反社會性之強度及刑中執行之成效來決定，並不受罪責輕重之限制，因此依受治療人個別情況，以決定治療期間長短之制度，應未逾越保安處分之理論，亦不應視為一種處罰。

2、 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制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誠如最高法院所示，保安處之宣告必須符合比例原則
，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四七一號更明白闡釋保安處分與比例原則間之關係。該號解釋認為憲法第八條明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其內容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雖然此號解釋係針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而為，但比例原則已是宣告保安處分時必須恪遵的最基本原則。

未設期限之強制治療是否有違比例原則？一般而言比例原則有三項檢視標準：一、適當性：採取之方法必需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必要性：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小者；三、狹義的比例性（又稱過度禁止原則）：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目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首先，就適當性原則審查。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是否是達成性罪犯再犯預防之適當手段。如前所述，強制治療目的是幫助接受治療之性罪犯找出並明瞭自身犯罪之因素，並幫助他們發展及學習避免再犯之技巧，且使其等運用於真實生活中。然隨著每個性罪犯的智力、人格特質及犯罪成因複雜程度之不同，所需治療的時程長短亦不盡相同，故對所有性罪犯之治療，統設一定之期限，並不能切合治療實務，尤期對於嚴重變態或人格異性罪犯，限期治療並不能達到保安處分之目的。此外，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亦非適用於所有性罪犯，如前所述，僅適用於業經獄中強制診療或社區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並經評估其等再犯危險仍高，而有施以強制治療必要之性罪犯。以「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作為強制治療之終期，應是對少數雖經治療但再犯危險仍高之性罪犯，為達到治療目的之適當手段。

         其次，是否有其他與不限期之強制治療同樣有效，但對性罪犯權利侵害更小且同樣可達再犯預防目的之矯正措施？可否以其他之社區監控，或以非拘禁式之治療，達到矯正及防止再犯之目的？許多社區監控的措施，如電子監控、自宅監禁及密集式之監督等，雖可達到將監控性罪行蹤，並與社區大眾相隔離之目的
，但這些措施只是對性罪犯之外部監控手段，亦即，透過這些措施固可以實質控制性罪犯在社區活動的範圍，然並無助於性罪犯內控能力的建立，對性罪犯而言，難謂是一種矯正措施。一旦失去外部監控，性罪犯就極可能再犯，故強制治療仍是矯治性罪犯，幫助其等建自內控能力之必要方式。

最後，就修正中「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反過度禁止原則，亦即此一強制治療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與所造成之損害是否顯失均衡。「不定期限」之強制治療，其目的並非創設另一種絕對不定期刑之效果，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韓屈克斯一案中之論述，「無限期」之拘禁只是種可能性，並非必然之結果。「不設期限」是因為無法以一種齊頭式之期限，適用於犯罪成因各自不同、人格偏差程度亦極具個別化的各類性罪犯，不定期限之治療縱帶給受治療之性罪犯難以估算治療完畢之日之不確定感及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重大影響，然與此等高再犯危險之性罪犯帶給社會大 眾之危險與傷害相較，似難認定此一治療制度有過度之處。

3、 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制度應透過正當法律程序宣告 

性罪犯之治療是建立性罪犯自我內控的不二方法，也是預防性犯罪之重要措施，不設期限之治療，目的並非為了終生監禁性罪犯，為不使強制治療流於恣意，使變相成為「對付」性罪犯之不理性措施，強制治療應由法院透過公平嚴謹程序宣告之。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韓屈克斯一案之論述，堪薩斯州對性罪犯之民事拘禁治療制度並不違憲的理由之一是因為拘禁治療有其嚴謹之程序。法院審理之程序幾乎比照刑事案件之審理程序，經由嚴格之證明後，才判定該名性罪犯應接受民事拘禁治療，蓋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應經由正當法律程序為之。故在架構不定期限之強制治療制度背後，所應深思的是，應透過何種正當法律程序去實現強制治療之目的及內涵，以免不定期限之強制治療制度之本意遭到扭曲。

保安處分之宣告係以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故法院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後，再依據被告反社會性之強度、所需之治療或教化，同時宣告適當之保安處分。然刑法上所規定之許多保安處分，法院於宣告時，仍應斟酌犯罪事實以外，專屬於該保安處分應具備之要件，例如「酗酒」（刑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犯罪習慣」、「遊蕩」及「懶惰成習」(刑法第九十條第一項)及「有治療之必要」等（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實務上對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固認定應採嚴格之證明程序，且須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能宣告被告有罪
，但對於保安處分之宣告，最高法院僅指出應於裁判內敘明個案情節，且何以依被告行為之嚴重性、所表現之危險性及未來行為期待性之結果，必須採取如主文宣告之保安處分
，及保安處分之宣告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亦即應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表現出之危險性及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
等，對於構成保安處分之要件事實應達於何種證明程度，則未觸及。實則，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欲藉教化及治療，改善受處分人潛在的危險性格，協助其再社會化，以達預防再犯之目的，故保安處分相關要件事實之認定，並非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保安處分之宣告，應屬量刑之範圍，似經自由之證明為已足。

唯以自由之證明程序來認定性罪犯是否有治療之必要是否妥適？蓋判斷是否「治療必要」，不但涉及性罪犯未來危險性之評估，亦必需對此再犯危險程度，是否達於應施以強制治療之門檻，作出評價，如僅採取自由之證明程序，且不要求評估報告及相關認定該性罪犯應施以治療之事證，應達於一定之證明程度，則以法官之專業能力，恐無從檢視並質疑該評估報告之可信度。正因修正中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制度，對受治療人之人身自由有莫大之影響，故此一強制治療宣告之程序，甚至治療期間之成效檢視程序等，誠應作有別於其他保安處分之思考，有其嚴謹之審理程序，如此才能使強制治療之目的及內涵透過正當法律程序實現出來，不致淪為侵害人權的手段。
4、 是否應施強制治療更應從再犯可能致生之實害來考量
美國民事拘禁治療，依前述加州及佛州之制度，係以心理變態或人格異常之性罪犯為治療之對象，另連續暴力性侵害者，不問身心狀態，亦為拘禁治療之適用對象。我國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雖將所有性侵害犯罪的法條均臚列其上，使該等罪犯均得為強制治療之潛在對象，但同時規定，受強治療者，必須以曾在獄中受過強制診療或在社區接受治療者為限，亦即除非性罪犯曾受過強制診療或社區治療，否則並不會成為強制治療適用的對象，而依據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
的規定，犯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之罪之受刑人，經評估為生理或心理異常者，應接受診療；從而，限於評估為心理或生理異常之性罪犯，始有適用強制治療之可能，另研修中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
，亦規定只有經評估認有治療必要之性罪犯，始需接受社區治療。故未來有受強制治療之可能者，恐將以生理或心理異常之性罪犯為主，此固符合「治療」之目的，唯仍得參考美國性罪犯拘禁治療之規定，限於與導致性犯罪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之異常心、生理，才有評價受治療之必要。另宣告性罪犯應受強制治療時，尚應參酌性罪犯可能致生危害大小之評估，以確保此一不設期限之強制治療制度，係適用在真正對社會具有嚴重危害之性罪犯身上。
陸、建言與結論

一、提昇治療人員之素質

性罪犯的治療是一門橫跨法律、精神醫學與犯罪心理學三方不同領域之專業，而強制治療之目的是預防再犯，並非藉故將性侵害終身與社會隔離。雖然強制治療對大多數性罪犯之再犯預防，確實是有助益的，然這種成效不會因為實施強制治療制度而當然產生，成就這些成效的是專業的治療團隊、持續不斷的專業訓練、良好的社工督導制度及不斷的對治療技術理論的研究及成效的檢討。以佛蒙特州為例，筆者參訪期間曾進入該州之聖荷本（San Alban）州立監獄，觀察一個稱為核心治療團體（The Core Group）之治療過程。團體中之成員皆是犯下重持槍侵入住宅強姦等重罪之重刑犯。治療師既像是一個傾聽者，又像是一個引領者，不但團體中之每個個案之成長背景、每次犯罪情節、所侵害之被害人特質及危險因子瞭若指掌，且有極佳之對談能力及引領能力。治療師洞悉每個成員所困擾的問題，提供他們解決問題之思考方向，或引領人犯回顧過去犯行，運用所學之再犯預防技巧，自設一套防治之道。治療師必需隨時提醒治療成員記住自己之危險因子、再犯循環路徑、引發犯罪之慣性思考模式及不斷練習防止再犯之步驟及策略，使他們熟悉並可隨時運用。
在本次修正之強制治療制度中，性罪犯是否有繼續接受強制治療之必要，治療人員之專業評估報告將佔相當重要的份量，若未來有關強制治療之宣告也採取嚴格之證明程序，則只有經得起法院以嚴謹檢視之治療評估報告，才能將性罪犯送進治療處所。

2、 制定宣告強制治療之正當法律程序

性罪犯之鑑定與評估結果，不但是法院宣告強制治療之重要依據，對性罪個人之權利亦有極為重大影響，然性罪犯之鑑定與評估，全然不似血跡、指紋或DNA等之科學鑑識，有與無、是與否，清楚明確，不容置辯，性罪犯之再犯危險程度是否達於應施予不定期限之強制治療，實是一項容有辯論空間及值得說服的客題，姑不論性罪犯之鑑定與評估是個別再犯危險可能性之預測與推估，故此一「再犯可能性」之百分比推估
，可能因為治療人員之訓練、實務經驗、專業素養，甚且所採用之量表不同，而產生不同之結果，甚且治療人員個人對性罪犯之觀感等，亦都足以左右鑑定報告之結論；即便鑑定報告內容接近正確，應受不定期限強制治療之「再犯危險」之臨界值應落在何處？再犯危險降至多低，可以結束治療？此皆必須透過大量之實證研究結果，以說服裁判者。此外，是否應透過詰問程序來辯證此項再犯危險之評估（推估）是否接近正確？又宣告性罪犯應接受強制治療之證據，需達到何種程度之證明力，甚且性罪犯在裁判強制治療之程序中，可否享有比照刑案審判之訴訟上權益及一旦宣告性罪犯應接受強制治療後，一旦令其強治療後，檢視「治療成效」之程序應為何等，凡此種種，都必需是配合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應建構之配套制度。
3、 建制性罪犯之累犯與強制診療、社區治療及強制治療資料以供強制治療實務之修正及改進

在臺灣，性罪犯之強制治療之理論與經驗幾乎都自國外移殖而來，不論臺灣性罪犯與美國的性罪犯在心理或生理因素方面有多少之共通性，不同文化及傳統社會觀念仍會造成各種犯罪成因上之差別，甚至影響矯正成效，故精進性罪犯之治療技術，不但應不斷汲取國外經驗，更應發展本土之研究。此外本土之強制治療對於犯罪預防之成效有多少，必然要藉著個案之長期追蹤及統計資料之累積、分析後，始能有所瞭解，也只有做到客觀真實的評估強制治療對犯罪預防之成效，才能知其不足，且求其改進。臺灣對性罪犯之治療，早始於民國八十三年刑法假釋章修正之時，迄今已有十餘年，性罪犯應受強制治療始有助於再犯預防的觀念，已非新穎，且投身於性罪犯治療實務之專家學者亦愈來愈多，如能更進一步建制完備之性罪犯再犯統計與強制治療成效之相關資料，提供改進治療技術之實證研究，必然有助於提昇臺灣強制治療之水準，使強制治療不再只是存在於法律上，而是真正能發揮犯罪預防功效的有用制度。

�陳若璋，狼人現行－遠離性騷擾與性暴力（台北：性林文化， 一九九五年十月），頁十九～二十八。陳若璋，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 (台北：張老師文化，二ｏｏ一年十一月)，頁七十，依據Groth對性罪犯之分類，又可分成權力型、憤怒型及性虐待型。


�有關性罪犯會再而三的性侵害，國外學者有提出許多不同的理論，如Patrick Carnes提出的上癮理論、Wolf提出的性侵害循環模式等，參陳若璋，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 前揭書，頁四十八至五十二，筆者參訪佛蒙特州州立監獄時，獄中的治療師即是以循環模式論解說再犯成因及預防再犯的對策 —使罪犯有能力自行阻斷循環模式的繼續，惟隨著犯罪的複雜成因，許多罪犯的犯罪循環模式，並非只有單一，且可交錯進行。


� 我國監獄針對性罪犯於假釋前所施之治療或輔導制度，係始於民國八十三年刑法第七十七條修正，因應性罪犯假釋前應經診療之規定而來，於此之前，對性罪犯並未設特殊之治療或輔導課程。


� CJ Letter News on Criminal Justice Issues March 2002 www/ncsl.org/programs/cj/cj140302.htm


� 預防性犯罪再發生，僅靠性罪犯本身之自我約束並不夠，一旦性罪犯釋回社區後，主要還需有強而有力的社區監控機制：由觀護人、社區治療團隊及由罪犯家屬、朋友，甚至志工等共同組成的社區監控網，監控不僅是監管，還是扮演性罪犯意志簿弱、心性動搖時的心理諮詢角色。參Georgia Cumming &Maureen Buell, Supervision of the Sex Offender, Safer Society Press, e 1998,頁三十八至四十二


� Robert J. McGrath, Georgia Cumming, Joy A. Livingston, and Stephen E. Hoke Research Brief- Vermont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October 2001,此外，根據Alexander 1993年所做的分析，發現未受治療者之再犯率為百分之十八點五，顯高於治療後的再犯率百分之十點九，且採取不同的治療模式，對治療成效也有明顯的影響；在同時採取認知行為及再犯預防治療模式的團體，其治療成效顯然高於未採取是項治療模式者。參Georgia Cumming &Maureen Buell, Supervision of the Sex Offender，前揭書頁八十八


�轉引自周煌智、郭壽宏、陳筱萍、張永源「性侵害加害人的特微與治療策略」公共衛生，二十七卷一期，頁四、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 轉引自陳若璋，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頁一二四


� CJ Letter News on Criminal Justice Issues March 2002，同前注四。


� civil commitment 係適用於因精神疾病等、藥癮或類此情形致喪失就審能力或喪失得受刑罰處罰能力之罪犯，改令入一定處所接受治療即civil commitment取代刑罰之制度。


�加州之民事拘禁制度則設有期限，見本文下述。


� Mari M. Miki Presley: Jimmy Ryce 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 For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 Treatment And Care Act: Replacing Criminal Justice With Civil Commitment /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488頁-489頁


�詳見本文下述


� Mari M. Miki Presley，前揭文，頁四九ｏ


�一九九四年七歲小女孩梅根遭到一名假釋中之性罪犯姦殺，進而促使日後全美各州及聯邦政府制定俗稱「梅根法案」之性罪犯公告制度；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婉如於八十五年底遭受性侵害死亡之事件，促使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實施。


� Mari M. Miki Presley，前揭文，頁四八八


� Mari M. Miki Presley，前揭文，頁四九一


� Mari M. Miki Presley，前揭文，頁四九０


� Mari M. Miki Presley，前揭文，頁四九一


� 同注十九


�此舉證程度之要求，通常適用於民事審判案件，雖然其證明之程度不必達於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即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但待證事項必需被證明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或合理的確信


� 同注十九


� Mari M. Miki Presley，前揭文，頁四九二


� 同注二十三


� California Mental Health, � HYPERLINK "http://www.dmh.ca.gov/faq/faq.asp" ��www.dmh.ca.gov/faq/faq.asp�


� California Mental Health，前揭注。


�California Mental Health，前揭注；人犯經過治療後如經評估不會再犯性暴力犯罪時，心理衛生部可聲請法院無條件釋放，惟在假釋期間，其仍必需受到假釋官之監管；若經評估在持續進行門診治療且受到監控之情況下，將不會再犯時，心理衛生部得向法院聲請附條件釋施—命其獲釋後必需持續接受門診治療及監控，人犯獲得此種附條件之釋放後，除應受監管外，獲釋期間並不計入應受治療之兩年期間內。


�California Mental Health，前揭注


� Laura Barnickol, Missouri’s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Law: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Journal of Law &Policy P322


� Robert Bilbrey, Civil Commitment of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 A Misguided Attempt to Solve a Serious Problem, www.mobar.org/journal/1999/novdec/bilbery.htm


� Robert Bilbrey，前揭文


� Robert Bilbrey，前揭文


� Laura Barnickol, Missouri’s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Law: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Journal of Law &Policy P328


� Robert Bilbrey，前揭文


� Kansas Legislature, � HYPERLINK "http://www.kslegislature.org/cgi-bin/statutes/index.cgi" ��http://www.kslegislature.org/cgi-bin/statutes/index.cgi� 


�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1，參Kansas Legislature,前揭注。


� 依據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2(f)之規定：有關之司法機關（Agency with jurisdiction）指依據法律有權釋放人犯或有權令人犯受一定期間之拘禁者，其包括矯正部門（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社會更生服務部門（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及假釋委員會（the Kansas parole board），Kansas Legislature,前揭注。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3（a）,（b）,（d）。參Kansas Legislature, 前揭注。


�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 commitment of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參Kansas Legislature，前揭注。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3（a）（2）（3）參Kansas Legislature, 前揭注。


�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4參Kansas Legislature, 前揭注。


�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5參Kansas Legislature, 前揭注。


�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6參Kansas Legislature, 前揭注。


� Kansas Statute Chapter 59.-Probate Code Article 29a07參Kansas Legislature, 前揭注。


� 堪州有關性罪犯民事拘禁治療制度已如本文前述。


� 參附件Kansas v. Leroy Hendricks頁三至頁四，韓屈克斯自一九五五年開始至一九八四年，期間不斷性侵害兒童，儘管多次入獄，唯一旦出獄，不久又再度犯案，其自承對兒童有種克制不住的衝動。


�Kansas v. Leroy Hendricks頁二至頁三，前揭注。


� Kansas v. Leroy Hendricks頁四至頁五，前揭注。


� Kansas v. Leroy Hendricks頁六，前揭注。


� Kansas v. Leroy Hendricks頁七至頁九，前揭注。


� Kansas v. Leroy Hendricks頁九至十一，前揭注


� Kansas v. Leroy Hendricks頁十一，前揭注


� Mari M. Miki Presley: Jimmy Ryce 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 For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 Treatment And Care Act: Replacing Criminal Justice With Civil Commitment，前揭文 頁四九四～四九七


� 同前注，頁四九八


� 同前注，頁五一一～五一二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三卷第七期，院會紀錄，頁一二六至一五四


�院會紀錄，前揭文，頁二0五至二0八


�周煌智、郭壽宏、陳筱萍、張永源，「性侵害加害人的特微與治療策略」，前揭文，頁十，文內提及：國內性犯罪診療仍在起步階段，主要集中在台北及高雄監獄，中部監獄則是剛起步，無法與已有數十年治療經驗的美國相比。實則，有關針對台灣本土的性罪犯所進行之各項研究，如再犯危險因子等，迄今仍由箇中專家學者不斷研究中。


�周煌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鑑定與刑前治療實務」，刑事法雜誌，四五卷三期，頁一三七：「性侵害加害人是一個多重因素所決定之異質性團體，因此必須針對個案加以分類治療，不可以同樣的模式給予治療，同時治療與輔導教育界線難以切割。」


�參「法務部家庭暴力防治法種教官研習會」之「刑法部分修正條文修正重點」，頁十九；立法院公報，八十八卷十三期，頁一三五頁至一三六


�周煌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鑑定與刑前治療實務」，刑事法雜誌，四五卷三期，頁一三一。文中提及美國司法審判系統是先經過調查、起訴並決定有罪後，於宣判前進行心理調查，判決將依據調查結果以決定是否命其治療，臨床人員應避免被當成「測謊器」


� 陳若璋，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前揭書，頁一三七


� 陳若璋，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前揭書，頁一四五至一四八


� Georgia Cumming and Maureen Buell, Safe Society Press, “Supervision of the Sex Offender”,page13。


�此種認罪請求是為規避民事賠償，亦即避免被害人援引被告在刑事庭之認罪答辯，作為民事相關請求之依據，故有不認罪之認罪請求，即被告雖願接受刑罰制裁，但不表示其承認犯罪 


�周煌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鑑定與刑前治療實務」，刑事法學雜誌，四五卷三期，頁一三二，文內略以：目前國內鑑定標準有三種意見：甲說：以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為代表，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之鑑定，應指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之鑑定，性侵害加害人之治療處遇目標在於終身控制而非治療，故鑑評估其有無治療之必要，並非單純的精神疾病診斷，而是考慮其再犯可能性的高低，以及涉案所導致的危險性而定。乙說：以某軍醫院為代表，雖該院亦傾向以性罪犯之再犯危險可能性之高低，為鑑定標準，亦認為為避免大量需治療之加害人湧進，初期暫以精神疾病及人格違常二類為主，至於認知扭曲或偏差行為，如有必要亦可為需接受強制治療之認定；丙說：以某療養院為代表，不認為高危險、高再犯為是否有治療必要之鑑定標準，故鑑定有治療必要之案例不足五％。參照本文註釋，採丙說者，似認為具精神病者，始有治療之必要。


� 同前注


� 參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


� 現行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三項雖規定強制診療之對象為患有精神疾病之性罪犯，然實務執行上並不狹的限於精神衛生法上所定義之精神疾病，故接受強制治療者不乏高學歷、高智商，並無精神狀態異常致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者，如華岡之狼楊姓受刑人。為杜疑義，法務部於九十一年著手修正監獄行刑法有關性罪犯強制診療之規定，除係為配合修正中的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外，亦將強制診療之對象修改為「經評估為生理或心理異常者」，此項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審查完竣。


�參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度上重訴字第二四號判決書


�實務上並非所有鑑定人員對性罪犯之刑前鑑定內容，都有正確之認識，再加上認是否需要強制治療之標準，又各憑鑑定人員解釋，而性罪犯之鑑定及強制治療之理論，又跨及心理學之專業，法官或檢察官對五花八門，各式之鑑定報告不應均照單全收，法務部及司法院似可頒行函送鑑定時要求應予鑑定之項目之制式函文，以解決目前鑑定報告內容欠缺一致化之問題。


�陳若璋；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前揭書，頁二一二至二一三；林明傑，「性罪犯之再犯預防—一個需整合司法處遇及臨床處遇之預防策略」，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會刊，二卷四期，頁十，九十年十一月


� 陳若璋，性罪犯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前揭書，頁二一二至二一三


� Georgia Cumming and Maureen Buell，前揭書，page91-92


�周煌智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鑑定與刑前治療實務」，刑事法雜誌，四五卷三期，頁一二九；林明傑，「性罪犯之心理評估暨危險評估」，社區發展季刊，八十八期，頁三三ｏ，文中提及「性犯罪之治療改在刑之執行前為之，確是有待商榷。因為性罪犯之治療其最終目的是希望其能在回歸社區後免於再犯，而此有待獄中治療能有效率地與釋放後之社區治療聯結，因此治療仍以在釋放前為之為佳。」


�林明傑，「性罪犯之心理評估暨危險評估」，前揭文，頁三三一，文中提及「在監獄中以設立專舍為宜，以避免其他類型犯人的騷擾及增加人犯之治療動機」此外，筆者於二00二年十月間參訪佛蒙特州聖荷本州立監獄，該監獄對性罪犯即是採取專區集中管理之方式，在全區都是性罪犯之情形下，性罪犯可毫無心理壓力的投入於治療課程中。


� 依據「妨害性自主罪及妨害風化罪受刑人輔導與治療實施辦法」第四條之規定，指定治療之監獄於受刑人入（移）監一個月內進行測驗、調查與晤談，彙整資料後會同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及社工人員進行初步診斷篩選，對於患有精神疾病者，施以治療，其餘則交由管教小組加強輔導。


� 為配合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強制治療制度之修正，監獄行刑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亦配合修正，修正草案並經行政院審查完畢。


�為配合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強制治療制度之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正由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研修中。


� 修正中之強制治療制度，對性罪犯權益影響大，不但對其人身自由有嚴格之限制，且治療不設期限，故是否有施以強制治療之必要，不應單從再犯可能性之高低來決定，恐應參酌再犯所生之危害是否必需以強制治療之手段來預防。例如暴露狂再犯機率雖然很高，但所生危害較其他犯罪，尚屬輕微，若評估並無產生其他危害之可能性即施以強制治療，恐嫌過當。


�刑法中有關花柳病及痲瘋病的強制治療亦不設期限，但此種病理治療與心理治療意義不同，且治療之地點亦不同，受治療人所受到的行動限制亦不同


� 林鈺雄，保安處分與比例原則及從新從輕原則—評大法官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一期，頁九十八至一00，一九九九年四月。


�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五六七號判決、九十年度台非字第三七七號判決、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一五號判決


�參韓玉元，社區性矯正處遇可行性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學報，三八期，頁二四三～二六六，民國九十年


�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三一一五號判決指出對於犯罪構成要件應予嚴格證明。 


� 參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五六七號判決


� 參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一五號判決、九十年度台非字第三七七號判決


� 參七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一五號、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三四八五號判決，量定刑罰之事實，係屬自由證明之事項，所謂自由證明，係指使用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或證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而已，關於科刑審酌之裁量事項之認定，仍應與卷存證據相符，始屬適法。


� 同注七十七


� 同注七十八


�「危險因子」是實務上評估性罪犯的再犯危險之重要評量，所謂危險因子係指存在於性罪犯內在可刺激再犯之因素或是對性罪犯自我內控構成威脅因而增加再犯危險的外在環境。危險因子分為靜態及動態：前者如對兒童的性癖好、異常性癖好、以前之性侵害紀錄等已無可改變的「歷史」或「紀錄」，後者如未完療程、治療過程的態度、對受害者之同理程度等可有所改變因素，根據研究從性罪犯所具備之危險因子之種類與多寡，可預測其等再犯危險性。參參Georgia Cumming &Maureen Buell, Supervision of the Sex Offender，前揭書頁三十六，陳若璋、犯罪心理學心理治療與評估，前揭書頁98-100





